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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视角下传统文化的现代元素* ①

刘永祥 陈其泰

【提要】 中国传统史学中孕育的现代元素被新史学家重新发现和发扬，成为吸收外来进步文化

的内在基础，现代史学发展的主流绝非是抛开传统的对外移植。公羊历史哲学的兴盛为进化史观的

传播提供了思想基础; 内涵丰富的民本思想是史学致用功能现代化的重要媒介; 历久弥新的考信传

统滋养了新历史考证学; 原有的史书体裁也以灵活的形式传承创新。凡此皆可证明，所谓中国史学

失去自我、新旧史学之间的“断层”“移植”，等等，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违背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

现代史学的建构自始至终都贯穿着或隐或显的民族文化本位意识，无论是主张历史解释者，还是推

崇历史考证者，都与传统史学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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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如何发掘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现代元素，重估其现代价值，是一项意义重大的时代课题。
而梳理总结史学传统中所蕴含的现代元素，对推动中国史学完成转型所发挥的作用，无疑能够为这

一时代课题提供有益的借鉴。
中国学人对现代性的追求，是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萌生并随时代演进而不断调整的。因此，尽

管这一追求表面上是以西方社会或西方文明为参照系，或者说是在西方强势冲击下将对方视为“文
明”、将自身视为“野蛮”的语境中开展，但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强烈的现实性和民族性，其终极目标在
于“超越西方”，而非“变成西方”。现代一词的内涵也就显得颇为复杂，既有古今之别，又有文明差
异，有时还会被简单化为东西方的地域差别，不过最直观的表现仍以批判传统为核心特征。中国现
代史学的建构，同样表现出强烈的批判传统意识，最初甚至喊出“中国无史”的口号，尝试以西方文明
史学为蓝本建构新史学的理论典范。① 然而，若因此得出中国史学失去自我、新旧史学之间毫无关联
等“断层论”“移植论”或“摒弃论”，则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违背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事实是，中
国现代史学发展的主流绝非抛开传统，对外来东西生硬搬用或简单移植，而是充分发掘、弘扬传统史
学中所孕育的现代元素，使其与外来文化完成对接和融合，并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升华。换言之，在传
统史学向现代史学演进的内在逻辑这一理论问题上，我们主张“转变论”“中介论”。② 其全部内涵无
疑是很丰富的，本文仅就几个核心点加以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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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国家《( 新编) 中国通史》纂修工程史学史卷的阶段性成果。
参见刘永祥《“中国无史”: 梁启超“新史学”的传播策略分析》，《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20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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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视角下传统文化的现代元素

一、公羊历史哲学: 进化史观传播的思想基础

中国现代史学的建构或者说中国史学的现代化，从开始就不是单一向度，而是涉及多个层面的

系统工程。从实现路径来说，至少包含历史解释和历史考证两个大的方向。不管哪一路径，起决定
作用的必然是史观，史观的变化居于核心地位。而促成中国史学实现第一次现代化跨越的则是进化
史观，它在此后相当长时期内占据主流。历史学的发展，要求有一套高出旧时代复古史观、循环史观
的历史哲学作为指导，以总结过去，预示未来。人们熟知，现代史学的指导理论———历史进化论是从
西方学来的。然而，事情还有另一面: 进化论这种西方舶来品之所以能被中国知识界顺利诚服地接
受，并迅速地在“新史学”中结出硕果，是由于鸦片战争前后和戊戌时期中国本土的朴素进化观点已
在流行———它就是顾颉刚提出的今文派即公羊历史观，成为“新史学”接受西方进化论的思想基础。
《春秋公羊传》成书于汉初，系用当代通行的隶字书写，故属“今文学派”，且是其主要代表。隐
公元年、桓公二年、哀公十四年的传文中，反复申述“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的观点，隐含
着以长时段眼光从宏观上梳理春秋历史演进阶段的解释方法，这就是公羊学“三世说”的雏形。此
后，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推进了这一学说，明确表露出将春秋 242 年的历史划分为三大演进阶段
的意向。至何休《春秋公羊解诂》系统阐释“三世说”，提出“据乱—升平—太平”的朴素社会演进理
论，与长期居于正统地位的复古史观和循环史观形成鲜明的对照，创造出别树一帜的历史哲学。东
汉以后，今文学衰落，一千多年间消沉无闻。到嘉道年间，公羊学说重新崛起，翻腾一度，并被进步学
者所力倡。这一现象的背后有深刻的原因: 清朝专制统治出现危机，社会矛盾日益凸显，有识之士希
望改变现状、革除弊政，亟需一套与正统派相异的学说为自己的政治主张提供理论依据，而公羊学说
最大的特点恰恰是“以经议政”，专讲“微言大义”。它又是儒家经典，可以减轻“非圣无法”的压力。
所以，嘉道年间和戊戌时期的进步人士都喜谈公羊，借助历史变易的观点论证当下社会变革的必要

性，对旧的史观产生了猛烈冲击。从历史哲学上来讲，它是由中国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变的一个
极其重要的中间环节，当时没有更先进的观点，只能以此推演新说。
龚自珍、魏源都是清代公羊学的健将，他们批判专制，在史学领域倡导新风气，都跟发挥公羊学

说相联系。龚自珍将发展变化视作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认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
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①并在吸收公羊哲学“变”的内核基础上把“据乱—升平—太
平”三世说改造成“治世—衰世—乱世”的新三世说，而且扩大了其适用范围，大到朝代变迁，小到每
天生活，都在不同层次上遵循这一原则。他据此论证封建统治已陷入危机时期，这与正统派一向宣
扬封建统治永恒不变的陈腐教条相比，显然更能紧扣时代脉搏。魏源同样秉持“气化无一息不变”②

的普遍变化观念，将公羊学说的变易观糅合到对中国历史进程的考察之中，提出了“气运说”来解释
历史变局。他驳斥了俗儒所信奉的复古观，从多个方面论证今胜于古，并发挥了清初史家关于“势”
的思想，强调必须顺应时势大胆进行社会变革。他又以此观察近代中外关系出现的新变化，敏锐意
识到东西方已由彼此隔绝转变为相互交往，双方之间先进与落后的地位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人

亟需改变对外傲慢排斥的态度，积极学习西方的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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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上大学士书》，《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319 页。
魏源:《默觚下·治篇五》，《魏源集》，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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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时期公羊学风靡于世，张之洞在其《学术》一诗( 1903 年) 的自注中写道: “二十年来，都
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龚定庵，经济讲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后风气也。”①从学术上说，当时许多
具有进步倾向的人物，都共同经历了由宗仰公羊学到接受进化论的过程。在他们的相关论述中，
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两者的糅合。康有为对公羊学三世说进行了创造性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
涵:“据乱则内其国，君主专制世也; 升平则立宪法，定君民之权之世也; 太平则民主，平等大同之
世也。”②这一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进化理论，成为宣扬维新变法的思想纲领，也意味着三世说彻底
摆脱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束缚。他和唐才常、谭嗣同、梁启超、夏曾佑等人，都曾尝试将两种
学说融合起来分析中国历史和现实。最具典型意义的是，我们从 20 世纪初梁启超的长文《新史学》
和夏曾佑的专著《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仍能感受到这一衔接关系，而他们的文章和著作常
常被视为中国现代史学初步形成的主要标志。梁启超在《新史学》中用西方进化论重新定义了史学，
但在解释“螺旋之状”的进化观时专门在注释中作出说明: “三世者，进化之象也。所谓据乱、升平、
太平，与世渐进是也。三世则历史之情状也。”③夏曾佑则在书中申明:“自东汉至清初，皆用古文学，
当世几无知今文为何物者。至嘉庆以后，乃稍稍有人分别今古文之所以然。而好学深思之士，大都
皆信今文学。本编亦尊今文学者，惟其命意与清朝诸经师稍异，凡经义之变迁，皆以历史因果之理解
之，不专在讲经也。”④既不生搬硬套外来术语，也不简单重复前人说法，而是把公羊学的历史变易观
点与西方的进化论学说加以扬弃、贯通，提出了崭新的中国历史演进阶段论，即划分为三大时代和七
小时代。
如果说戊戌时期是现代史学的酝酿阶段，清末十年则是现代史学雏形初显的阶段。这一阶段，

不仅产生了《新史学》等宣言书，而且兴起了一场以历史教科书为主要载体的重写国史运动，新的史
学范式初步建立，其中的理论内核正是进化史观。从清末新型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说，他们建构新史
学自然包含鲜明政治目的，但以公羊历史哲学嫁接西方历史进化论不应被单纯地看作政治宣传策

略，而是东西方学术思想碰撞融合的自然产物，是梁启超所谓“过渡时代”必然出现的特征。清末先
进学人喜谈公羊学与接受进化论这一带有普遍性的历史现象，足以证明: 中国传统史学中孕育的进

步成分，确是向现代史学的方向走的。退一步讲，即便是为了减少新知识传播的阻力，新式学人能够
从传统思想中找到嫁接的资源，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其实，公羊历史哲学是传统史学变易史观的
特殊表现形式，其根基是中国的朴素辩证法，而进化论能够被迅速接受，又有更深层次的思想基础。

二、民本思想: 史学致用功能现代化的重要媒介

中国史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多跨越时空的具有范式意义的优良传统。其中，带有原
生意义的是，在整个古代史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通史致用传统。正是因为具备明确的政治和社会目
的，或资治，或鉴戒，或教化，官方修史才会逐渐走向制度化，私人撰史才会前仆后继，史家无不怀着

强烈的使命感将修史视为名山事业，表现出极为浓厚的历史意识，而中国史学最引以为傲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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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张文襄公诗集》卷 4，集益书局 1917 年石印本，第 7 页。
康有为:《论语注》卷 2，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28 页。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新史学》，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8 页。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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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才得以形成。这一传统是一以贯之的，但亦因时代需求不同而或隐或显。近代以来，在西方文
明的强势冲击下，史学的致用传统再度被激活，对内扭转了自身的考证风气，实现从“考史”向“著
史”的转变; 对外则发起对经学的冲击，实现从“通经致用”向“通史致用”的转变。可以说，鸦片战争
以后中国史学领域发生的一切新变化，都源自其致用属性，这本身就说明中国史学走向现代的动力

并非单纯来自西学。致用的目标和内涵随着西方对中国侵略的加深，以及中国对西方理解的深入不
断发生变化，进而带来史学的层层转变。以甲午战争失败为转折点，中国史学在此之前所承载的中
心任务是重新认识世界，侧重于编纂与译介外国史，传播新的知识; 之后则是推动中国步入文明世

界，着力于重建历史解释体系，传播新的价值。
梁启超等人之所以选择把史学作为学术现代化的突破口，除了在学科上容易与西方对接之外，

最重要的原因正是传统史学具有相当突出的政治属性，恰好可以为传播新的文明理念而服务。我们
发现，《新史学》一文开篇并没有围绕进化史观重新解释历史，而是从功能角度重新定义史学。“于
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
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新史
学对传统史学的批判，也首先集中于功能层面，指出旧史虽外貌发达，但陈陈相因，“未闻有能为史界
开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①现代史学不应成为君主的教化工具，而应服务于全
体国民，激发国民的民族主义意识。一言以蔽之，史学由服务于君主转为服务于国民，由服务于传统
王朝转为服务于近代国家，同时承载了政治民主和民族主义内外双重使命，塑造出“君史—民史”
“王朝史—国史”二元对立的叙述模式。这一功能的根本转变自然是来自于西学的刺激，但不能因此
忽略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和超越。
民本思想是传统儒家以伦理为底色建构理想政治体系的集中体现，其内涵十分丰富，但宗旨在

于实现“天下为公”，核心则在于倡导“民贵君轻”，实质是通过调和君民关系来维护统治，归根结底
仍是以君主为中心，与西方的民主思想既有相通之处，也存在根本区别。在双方长时间的碰撞中，中
国传统的民本思想都占据主导地位，西方的民主思想只是被拿来丰富民本思想的新资源而已，或者

说，后者的正当性只有被纳入前者的理论体系时才得以确认。② 戊戌变法期间，梁启超专门撰文考证
中国古代早已产生过议院，就是最好的证明。直到戊戌变法失败后，西方的民主政治学说才真正开
始占据上风。“君史—民史”对立叙述模式的形成，显然离不开传统民本思想的滋养。尤其是在史书
中贯穿批判专制这一点上，从龚自珍到魏源，再到黄遵宪、梁启超等，有着相当清晰的演进脉络，他们
都承继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对专制主义的批判，再根据新的时代特点加以发挥。
龚自珍从道德层面批判专制主义的酷烈，并列举大量实例，说明政治腐败的根源正在于君主专

制，“天下无巨细，一束之于不可破之例”，“约束之，羁縻之”，结果等于把整个社会捆绑在独木之上，
“俾四肢不可以屈伸，则虽甚痒且甚痛，而亦冥心息虑以置之”。他痛斥卫道意识和奴才思想，希望唤
醒人们认识到君主专制对创造力的扼杀，呼吁废除“一切琐屑牵制之术”“救今日束缚之病”! ③ 魏源
揭露当时社会危机的各种表现，首先就是“堂陛玩愒”“政令丛琐”，④并且表达了他对民主政治的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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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新史学》，第 1、2 页。
参见张师伟《濡染与改造: 现代民主思想中国化过程中的民本观念》，《文史哲》2016 年第 3 期。
龚自珍:《明良论四》，《龚自珍全集》，第 34—35 页。
魏源:《默觚下·治篇十一》，《魏源集》，第 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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憬，提出“天子自视为众人中之一人”“天下为天下之天下”的论点。① 显然，这是自先秦民本思想以
来历代仁人志士进步思想的一种发展。这种从传统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民主意识，帮助魏源在时
代剧变面前，有勇气承认中国的落后，开始探求外部世界的广阔，关注资本主义的先进性，此即他发

愤撰著《海国图志》的思想基础。龚、魏史学论著中批判专制、憧憬民主的言论，使刚刚萌生的现代史
学绽放异彩，并一发而不可收拾，向专制主义的堤坝发起越来越有力的冲击。黄遵宪在戊戌维新准
备时期撰《日本国志》，书中揭露封建专制在社会地位、刑法治理、经济负担等方面对平民的残酷压
制，而他批判的锋芒同样指向中国的专制制度。到维新高涨时期，康有为、梁启超主张实行君主立
宪制，大力抨击专制政治的不合理。维新志士们把自己的事业视为黄宗羲、龚自珍思想的继承，他
们将《明夷待访录》一书节抄、印刷、秘密散布，推动变法运动，还称赞龚自珍批判专制的言论导致
了晚清思想解放。② 戊戌以后史家对“君史”展开猛烈批判，喊出“若二十四史，则只能谓之廿四家谱
耳”的口号，③至 20 世纪初甚至演变成更为激烈的“中国无史”，实际都是为批判君主专制这一政治
目标而服务。批判的态度之所以越来越激烈，是因为戊戌变法的失败让传统“君民共主”的政治理
想化为泡影。新史学家们随之借助西方民主学说，完成对“民”之内涵的重构，超越传统民本思想
所推崇的“民之主”，转而倡导以民权为基础的“民作主”，亦即致力于实现从“臣民”向“国民”的身
份转换。
如果说“民史”是“新史学”的内核，那么它的第一要义，在于为国民书写历史; 第二要义，则是书

写国民的历史。在史学早期现代化过程中，“国民”这一概念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国家、民族等一起
被视为文明的象征。新史学家批判君主专制的背后还隐含着用现代国家取代传统王朝的宏大追求，
所以“民史”在第二层内涵上约略等同于“国史”“民族史”“文明史”“社会史”。正如邓实所言: “夫
民史之所有者何? 则一群之进退也，一国之文野也，一种之存灭也，一社会之沿革也，一世界之变迁

也。”④所谓民本，因为西方文明这一新参照系的出现而具有了“对外”的新含义，对内激烈批判君主
专制的最终目标，乃在于通过重塑新民而建构国家意识，最终进入新的世界文明体系并争得应有的

位置。这从梁启超等人以文明史为蓝本建构新史学典范，却同时批判其中所包含的中国文明停滞
论，并倡言应重写世界史即可明白看出。而借助史学来强化民族认同，也并非全因“列国所以日进文
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同样有传统的思想元素在发挥作用，即浙东学派所创史学存废与民族兴亡
息息相关的观念。⑤ 周予同评价章太炎的一段话，颇能道出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浙东史学派有两
个特点: 其一，是严种族之别，以异族入主中原，为汉族奇耻; 其二，是尊崇历史，以历史与民族的兴亡

有密切的关系……章太炎当时就是高举着浙东史学派的这两个火炬，向青年们号召着煽动着。”⑥清
末以历史教科书为载体的重写国史运动中出现民族取向的差别( 大中华观与大汉族主义) ，恰恰是中

西学术互相碰撞的直接表现。事实上，史学地位的不断上升，本就是中国学术发展的大趋势，至近
代，在西学影响下则迎来大爆发，不仅完成了对经学的超越，而且完成了对自身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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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而后信: 传统考史方法中科学因素的发扬

前文曾论及，中国现代史学的建设至少包含历史解释与历史考证两大路径。两者皆以科学史学
相标榜，实际代表了对史学现代化的不同理解，亦即如何对史学进行恰如其分的学科定位。时间越
往后，分野越凸显。在很多人看来，传统史学的强项在考证，不在解释。陆懋德就曾以西学为标尺衡
量中国史学时作出如下判断:“西国言史学，共有考证及解释二种工作，考证所以决定事迹之虚实，解
释所以说明事实变化之原因结果。吾国史学家重视考证而轻视解释，原不完备。”①随着史学史研究
的不断进展，我们已经能够大致梳理出传统中国历史解释的发展脉络，但也必须承认，历史考证的积

淀显然更为深厚，影响范围更为广泛，考史方法也更为成熟和系统。这一优秀的史学传统( 以乾嘉史
学为主) ，与外来的实证史学思潮相激荡，又恰逢新史观确立、新史料发现，遂催生出对现代史学影响
至深至远的新历史考证学。
新历史考证学在“五四”前后走向兴盛，确是西方现代史学传入的直接结果，但从中国史学演进

的内在路径考察，也与历久弥新的考证传统一脉相承。晚清史学虽在社会剧变下呈现经世趋向，崇
尚致用和著史，但并不意味着考史传统中断，只是学术领域随时代而变。正如王国维所言: “道咸以
降……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
国初诸老经世之志。”②梁启超亦指出:“清朝正统学派———即考证学，当然也继续工作。但普通经学
史学的考证，多已被前人做尽，因此他们要走偏锋，为局部的研究。其时最流行的有几种学问: 一，金
石学; 二，元史及西北地理学; 三，诸子学。”③如果单就史学方法而言，考证甚至仍占据主流。即便是
在“新史学”对传统史学展开猛烈批判期间，梁启超仍对清儒的治学态度表示高度赞赏，并将其研究
方法总结为实事求是、追根溯源、继长增高、广参互证、善用比较，认为“凡此诸端，皆近世各种科学所
以成立之由，而本朝之汉学家皆备之，故曰其精神近于科学”，又谓:“考据学之支离破碎，汩殁性灵，
此吾侪十年来所排斥不遗余力者也。虽然，平心论之，其研究之方法，实有不能不指为学界进化之一
征兆者。”④他既严辞批评清儒陷入烦琐考据而束缚了学术思想的进步，又客观评价其方法的严密性
和科学性。这是梁启超后来撰写《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详论史料审查及历史考证方法的雏
形，也提示我们，新史学早期绝非不重视史料和考证，只是重心在于重建新史观以服务于政治，当破

坏任务完成后则将重心转向方法论层面的建设。
“五四”以后的新历史考证学家同样对乾嘉学术赞赏有加，明确追溯其为现代历史考证的源头，
尤其关注钱大昕的学术成就和治学方法。单是几位著名的新考证学大师的评论，就已经清楚地表
明，他们都把 20 世纪实证史学与 18 世纪的杰出学者钱大昕的名字相联系。王国维称誉钱大昕是清
朝三百年学术的三位“开创者”之一，他说: “国初之学创于亭林( 顾炎武) ，乾嘉之学创于东原( 戴
震) 、竹汀( 钱大昕) ，道咸以降之学，乃二派之合而稍偏至者，其开创者仍当于二派中求之焉。”⑤既然
钱大昕开创的乾嘉学派直接影响了晚清学者，那么钱氏即是现代学术的源头之一。陈寅恪同样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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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大昕是清代考证学的杰出代表，他评价陈垣的考证学成就时说: “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
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而

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盖先生之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徵以来，未之有
也。”①陈垣更推尊钱氏是“清代考证家第一人”，明言自己学术的基础是效法钱氏的严密考证:“从前
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 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②可见，在新历史考证学家眼中，钱
大昕治史所表现出的严谨态度和精审方法，是符合现代科学理性精神的。他们继承、发挥了钱氏丰
富的考证成果和精良的治学方法，并结合新的史料开拓新的课题，取得卓越成就。此外，王国维开创
的现代“二重证据法”，实际也是对钱氏用金石文字与史籍互证方法的超越。
从某种程度上说，无论在治学精神、治学方法，还是在治学领域层面，新历史考证学都以清代历

史考证学特别是乾嘉史学为起点，只是各家所承继的重点有所不同。郭沫若就曾评价王国维“承继
了清代乾嘉学派的遗烈”，“严格地遵守着实事求是的轨则”。③ 新历史考证学之所以超越了传统历
史考证学，自然得益于对西方现代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引入，即顾颉刚所谓“要到五四运动以后，西洋
的科学的治史方法才真正输入，于是中国才有科学的史学可言”，但这一过程不是简单的以西代中，
而是寻求中西史学的融通。“五四”以后，中国史学已经“由破坏的进步进展到建设的进步”，史家对
传统史学不再持过激的批判态度，转而探求其中符合现代科学精神的内容。④ 乾嘉史学所蕴含的实
事求是、无征不信、广参互证，以及为学术而学术的求真精神等，无疑都符合新历史考证学家把史学
建设为现代科学的要求。胡适反复强调“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⑤

又称“现代的科学法则和我国古代的考据学、考证学，在方法上有其相通之处”。⑥ 就连不以考证见
长的梁启超都倡言“我辈虽当一面尽量吸收外来之新文化，一面仍万不可妄自菲薄，蔑弃其遗产”，尝
试全面总结清代学术成就，详尽归纳了乾嘉考证学者的治学方法，盛赞其符合现代科学精神: “盖无
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 常从众人所不注意处寻得间隙，既得间，则层层逼

拶，直到尽头处; 苟终无足以起其信者，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此种研究精神，实近世科学所赖以
成立。”⑦

除了科学方法之外，新历史考证学之所以“新”的另一重要标志，是摆脱了传统经学的束缚，将
“六经皆史”发展为“六经皆史料”。在这一点上，他们同样在传统历史考证学中发掘出可以与西学
相对接的思想资源。最典型的例证，当属顾颉刚等古史辨派对崔述学术方向的承继。崔述对历史考
证的重要贡献，在于他以严密审查的态度对待两千年形成的古史传说，廓除了以往记载中大量的附

会和谬误，开辟了探求可信的古史体系的道路。他把神圣的“经”作为史料看待，作为研究对象，讲出
了先秦经书即是先秦的历史记载、经史不分的道理，脱去了经书神秘的色彩，并且尖锐地批评了儒生
们尊古妄信、空谈义理的弊病; 同时也反映了史学领域的扩大，尽量地把各种记载都置于史学考察的
范围，显示出一种新价值观的取向。这些都使新历史考证学者感到叹服，由此启发了智慧，决心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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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向前推进他的考证事业。顾颉刚编成《古史辨》第 1 册时在《自序》中明确说:“我弄了几时的辨伪
工作，很有许多是自以为创获的，但他的书里已经辨证得明明白白了，我真想不到有这样一部规模弘

大而议论精锐的辨伪大著作已先我而存在。”①以上，皆能证明新旧历史考证学之间的内在学术关联。

四、新综合体: 史书体裁的传承与创新

史书体裁是历史编纂学的重要内容，它并非简单的形式和技术问题，与史学理论和方法一样，是

中国史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体裁恰当与否，会直接影响史家对历史进程的展示、对历史活动的
安排以及对历史规律的总结等。中国史学在史书体裁方面有一项独特的自我更新传统，不仅善于创
造新式体裁，而且擅长革新已有体裁，以满足新的时代要求。这一优良传统在中国史学现代化过程
中，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早期表现为改造典志体以传播新的世界史地知识，后期则表现为创新纪事

本末体以对接西方章节体。如果说典志体的改造仍属于旧学范畴，章节体的引入则是带有根本性的
突破，常被视为现代史学的核心表征之一。以往有论者认为，章节体是从外国输入的，与中国传统体
裁关系不大。事实上，中国史学发展本身提出的要求和业已达到的成就，乃是学习章节体的内在基
础，即对纪事本末体的重视和改造。
中国古代史书的主流体裁是纪传体，以人为主且内容丰富，但存在无法清晰反映历史演进趋势

的重大缺陷。因此，清人章学诚已提出新的改革方向，主张用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加以弥补: “仍纪传
之体而参本末之法。”②他对纪事本末体的特点有中肯分析:“因事命篇，不拘常格”，“文省于纪传，事
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③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在于以事为主，又可灵活变化，能够充分彰显
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它符合以进化史观为理论主导的现代史学要求，因而受到新史学家的青睐，成
为与西方章节体进行融合的基础。梁启超明言:“夫欲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非以事
为主不可。故纪事本末体，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最为相近，抑亦旧史界进化之极轨也。”④这段话颇
能折射出两大史体之间的对接关系。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在清末重写国史运动中，新史学家
在提及所撰史书体裁时，大都自称采用了纪事本末体。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在当时
产生很大影响，他在书中明确说:“今略用纪事本末之例，而加以综核。”⑤商务印书馆的推介广告，也
称它兼采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在时人眼中，西方章节体实等同于中国纪事本末体。正如王舟瑶所
说:“今之西史，大都纪事本末体。”⑥至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史家仍有持此种观点者。钱穆就认为，
西方史书“主要以事为主，以人为副，人物的活动，只附带于事变之演进中，此种历史体裁，略当于中
国史书中之纪事本末体”。⑦ 周谷城在《中国通史》中甚至批评章节体破坏了历史完整性，认为只有
纪事本末体“破坏历史自身之完整处较少”，遂自创了新纪事本末体。⑧ 这些都能证明: 章节体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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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顾颉刚∶ 《古史辨》第 1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自序”，第 45—46 页。
章学诚:《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三，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671 页。
章学诚:《书教下》，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内篇一，第 38 页。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中国历史研究法》，第 20 页。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第 443 页。
王舟瑶:《京师大学堂中国通史讲义》，《京师大学堂历史讲义合刊》，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60 页。
钱穆:《历史与文化论丛》，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1985 年版，第 382—383 页。
周谷城:《中国通史·导论》，开明书店 193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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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国影响下出现，同时也是对本国原有形式中有生命力部分的发展。当然，章节体的进步性是显
而易见的。它打破传统的王朝分期模式，便于采取社会变迁的历史分期标准，呈现整个历史发展的
阶段性、连续性和总趋势; 它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而且结构十分灵活，既可以分门别类地展现政治、
经济、文化等社会各方面情形，写清单个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又能够在宏观
上阐明彼此间的逻辑关系，构成牵一发动全身的史网; 它打破原先较为单纯的叙事传统，而以分析研

究作为基调，能够将史论结合发挥到极致，且便于在特定的历史场景中再现人物，为人物定位。
正因为章节体具有上述特点，中国传统体裁的优点也常常被现代史家融入其中。萧一山的《清

代通史》就带有明显的纪传体痕迹，尤其在史表运用方面独具匠心。这也提示我们，清末以来出现的
很多章节体史书，其实在体裁上并不是单一的，往往带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风格。故此，对清末民初
章节体的盛行，恰当地归纳应该是: 以纪事本末体为接受中介，又把诸多传统体裁的精华吸纳其中，

开启了章节体中国化的行程。这也是中国史学自 17 世纪出现探索新综合体趋势以来的新突破。所
谓新综合体，是指将多种体裁融为一炉、互相搭配，旨在做到历史大势和社会情形的纵横兼顾。晚清
《海国图志》《元史新编》《法国志略》，以及官修《筹办夷务始末》等，都曾做过大胆尝试，在传统体裁
之间进行整合。至 20 世纪，新综合体的创造和发展蔚为大观，尤其在中国通史编纂中占据重要地
位。除寓传统体裁的精华于章节体之中外，主要遵循两大路径: 一是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以章
太炎、梁启超、金毓黻为代表; 二是纪事本末体与典志体的大胆糅合，以卫聚贤、吕思勉为代表。① 这
不仅说明现代史书体裁的发展趋向多元和综合，也证明了中国传统史书体裁与西方传入的新史体之

间存在共通性，其精华符合于现代史学的要求。

结 语

探讨中国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变，既是科学地说明现代史学的产生所需要，同时对当前发展

新史学、建设新文化也具有重要意义。史学工作者总要强调“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今天的中国是历
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难道史学本身的历史联系反而可以割断吗? 按照“移植”“摒弃”一类说法，
源远流长、高度发达的中国传统史学到现代就中断了，现代史学的来源只有向外国去找，这等于否定
了历史学的基本原则，使自己处于进退失据、不能自圆其说的狼狈境地。现代史学的建构自始至终
都贯穿着或隐或显的民族文化本位意识，不管是主张历史解释者，还是推崇历史考证者，都与传统史

学一脉相承。现代史学是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梳理清楚现代史学对传统史学的批判继承关
系，也有助于我们反对文化虚无主义，坚持探索中国文化的独特发展道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
克思主义史学，同样必须从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中吸收营养。吸收外来文化要根据本民族的需要，
有选择地进行，才能在民族文化中生根，才能为大众接受。

( 作者刘永祥，中国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邮编: 266100
陈其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邮编: 100875)

( 责任编辑:杨艳秋)

( 责任校对:张舰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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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刘永祥《历史编纂学近代转型概说》，《人文杂志》2016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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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the Comments on Historical Document by Marx and Engels / /
Zhang Naihe

Historical document is not a central question in the works by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Yet
both have left ample and significant discussions about the topic. They have pointed out tha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 key to collect，document and utilize historical documents. They attached much importance
not only to the form but also to the content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They discovered concrete methods，
criticized the fallacies and harms resulted from faulty conceptions of history，and emphasized social
subjectivity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dialectical process of historical conceptualization. As to citation
style，Marx and Engels rejected the so-called“false citation issue”raised by some bourgeoisie scholars，
and established the principle of dialectical unity of form and content in citation，which is still illuminating
for us．

Modern Elements in Traditional Culture: A Perspective from Historiography / / Liu Yongxiang，
Chen Qitai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s neither a rejec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ography nor a simple
copy of Western ideas. New historians have discovered modern elements in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which
served as the internal basis for absorbing progressive elements from foreign cultures. The historical
philosophy of the Gongyang School provided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spread of evolutionism. The
people-oriented thought became an important medium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historiography in practice.
The enduring tradition of textual criticism nourished new philological research. The old genres of historical
writing had also been inherited and updated. All of these continuities have testified against some assertions.
For example，some claim that Chinese historiography has lost its identity in modern transformation. Some
argue that there is a broken link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modern historiographies. Others believe that
modern historiography is a foreign transplantation. As a matter of fact，the national culture-oriented
consciousness has run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since its very beginning.
Some advocate for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and others for historical textual research，but both are part of the
same genealogy from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Views on “China”，“Grand Unity”，and “All-under-Heaven” / /
Yang Nianqun

Historians in China have been paying attention to concepts，such as the“Grand Unity，”“China，”
and“All-under-Heaven. ”These concepts are entangled with each another yet with their own distinctive
features as well. The concept of“China”emphasizes the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its influen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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